
中國金融副省長崛起：中共官場新現象，與地方

經濟的老難題

專業對口的金融官僚， 就能應對慢動作的地方金融危機？

2018年3月9日，中國北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NPC）的新聞發佈會，攝影記者在場拍攝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發言。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202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的一則「落馬」通報備受矚目。

通報的主角是湖北省原省委書記蔣超良，他官場生涯在金融系統開始，在2002年調任湖北省副省

長，其後回到金融系統。在2014年，他轉戰地方，歷任吉林副省長、省長、湖北省委書記，直至新

冠疫情後防疫不力被調往全國人大。

蔣超良是今年截至目前最受輿論矚目的金融首虎，也是2012年十八大反腐運動開啟以來，首名有金

融背景被查的省級「一把手」，外界料其落馬與從業金融期間的問題有關。

在蔣超良落馬後的一個月，另一則金融背景官員的升遷同樣引人注目。在3月25日，廣東省人大表

決，任命李運為廣東省副省長。李運此前先後任職於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曾是建設銀行

最年輕副行長，直至此番履新中國第一經濟大省。



2007年3月8日，香港，交通銀行董事長蔣超良（Jiang Chaoliang）宣布該行2006年度的業績。攝：Davi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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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黯然落馬的蔣超良，還是赴任廣東的政壇70後李運，他們都是中共官場的一個類型：金融空

降兵。這批專業技術官僚從金融系統出身，其後轉換跑道到省級政府任副首長（直轄市稱副市長，

自治區稱副主席，以下統稱副省長），或是一直深耕地方，治理地方，或是地方任職幾年後，提拔

重回金融系統。

檢視現時中國大陸31個省級政府的領導層資料，可見17個省級政府都安插「金融副省長」，佔比過

半。而據界面新聞記者統計，上世紀90年代至今一共產生了45位金融副省長，其中四分之三（34

位）在2016年以後產生，可見這種安排是中共官場的新現象。

究竟這類官員是誰？有何特點？為何中共高層有此布局？「金融副省長」的現象又揭示今日中國政

治經濟的甚麼問題？

金融副省長群像

金融副省長的成群出現是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官場特有現象，但金融幹部赴任地方的安排在世紀之交

就有先例，如王岐山（1998-2000廣東省副省長）、李禮輝（2002-2004海南副省長）、蔣超良

（2002-2004湖北副省長）。

但在2016年後，中國省級領導團隊配備熟悉金融的副省長漸成一種制度化安排。中國官員調動不

斷，據端傳媒統計，過去十年全國31省級政府有27個政府都配備過金融副省長，現時則有17個省級

政府配備金融副省長。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5-03-26/doc-ineqykxk6004053.shtml


中國大陸17位現職「金融副省長」概況
姓名 職務 最高學歷 金融系統任職經驗

張立林 (54) 遼寧省副省長 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
中國農業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

蔡東 (56) 吉林省副省長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經濟學博士

中國工商銀行

國家開發銀行

中國農業銀行

馬欣 (57) 江蘇省副省長 北京交通大學管理學博士 國家開發銀行

張雁雲 (58) 浙江省副省長 大學學歷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浙江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

任珠峰 (54) 江西省副省長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 五礦資本

張敏 (54) 河南省副省長 西安交通大學經濟學博士 中國建設銀行

王俊壽 (54) 湖南省副省長 南開大學金融系博士

天津城市合作銀行

天津市商業銀行

中國銀監會

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

李運 (51) 廣東省副省長 武漢大學經濟專業博士 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

趙峰 (53) 海南省副省長 哈爾濱科學技術大學工學學士 中國人壽、中國人保、中國太平

資料來源： 端傳媒綜合整理
A Flourish table

細看這17位現職金融副省長的履歷，可見他們大多年富力強、高學歷，並在金融系統（尤其是銀行

系統）歷練多年。按年齡來說，他們有13位是七零後，4位是六零後。按學歷來說，這些金融副省

長大多主修金融、經濟和工商管理學科，有11位具備博士學歷，另外4位有碩士學歷和2位本科學

歷，可謂是高知幹部群體。

從幹部來源來說，中國國有五大商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

行、交通銀行）是金融副省長的主要來源，另外不少也有中國央行（人民銀行），政策性銀行（國

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金融監管部門（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

局、中證監等）、中國主權基金（中投公司）和證券公司的歷練。當中，至少有6位金融副省長有

海外學習和工作的經歷，比例不低。

踏入2025年，中共官場新添四位金融副省長，從他們的履歷可見這些官場新貴的路徑。

2月赴任雲南副省長的徐浩有碩士學位，他曾任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上海分行副行長、總行風險部總

經理、江蘇分行行長等職，2023年任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副行長，直至此番履新。

3月就職廣東省副省長的李運有豐富的銀行經驗，他畢業於武漢大學貨幣銀行學專業碩士與武漢大

學世界經濟專業博士，其後在農業銀行工作超20年，歷任農行戰略管理部副總經理、戰略規劃部副

總經理、農行貴州省分行行長等職。在2021年9月，李運擔任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打破建行當時

最年輕副行長紀錄，直至今年空降廣東。

比起徐浩和李運，4月履新貴州副省長的郭成林不是那麼典型的金融副省長，他並非出身銀行系

統，在職業生涯的很長時間任職建造業國企。在2019年9月6日，郭成林轉換跑道，獲任為中國郵政

集團黨組成員、總會計師，其後在2020年11月，郭成林又擔任中郵證券黨委書記一職，並在2021

年11月擔任中郵證券董事長一職。此番郭成林調到貴州副省長，是少數證券系統出任副省長的案

例。

在5月，海南亦迎來金融央企高管空降，現年52歲、來自中國太平的趙峰出任海南副省長，此前他

擔任中國太平副總經理、太平人壽黨委書記，並兼任中國太平旗下多家子公司的董事長。這次任

https://flourish.studio/visualisations/create-a-table/?utm_source=showcase&utm_campaign=visualisation/24023854


命，也是少數保險系統任職金融副省長的案例。

今年新任命的金融副省長在西南和華南兩地，但縱觀全國，無論是貧困還是經濟大省、沿海還是內

陸地區，配備金融副省長都是一個常見的現象。

2016年7月17日，中國北京的建築工地，一名焊工正在工作。攝：Ng Han Gan/AP/達志影像

地方經濟的「金融化」

為何中央要為地方政府配置金融副省長？一個重要的背景是，金融事務在地方變得越來越重要，北

京需要加強地方政府的金融能力，一方面是謀發展，另一方面是防風險。

地方政府的行為常常被冠以「公司化」來描述，意思是地方官員在北京設定的「晉升錦標賽」中互

相競爭，像公司那樣逐利，從而推動GDP增長。在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背後，事實上還有地方政

府的「金融化」——即地方政府不單依賴財政收入投入經濟，還越來越多地依賴金融資本市場，採

用各種金融工具作融資和投資，從而撬動地方發展。

通俗地說，「手裏沒把米，叫雞都不來」，金融手段就是地方政府撬動經濟的「米」，當中主要涉

及地方融資平台、地方銀行和產業投資平台，他們都是央地關係演變和博弈的產物。

1994年的分稅制奠定「財權上收，事權下沉」的央地結構，以致地方政府的公共財政存有系統性的

缺口，需要在有限的財力下承擔大量的支出責任。在分稅制後，土地的轉讓權和收益都留給地方，

而地方政府的徵地強制權力得到加強，促使地方發展「土地財政」（即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以及

與土地使用和開發有關的各種稅）增加收入。由此，地方政府亦大興「土地金融」，通過質押土地

和未來收入獲取貸款和融資，當中的手段是地方融資平台，又稱為城投平台。

城投平台是地方政府的「白手套」，法定身份是地方國有企業。由於舊的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不能

發債，地方政府便另闢蹊徑，通過成立城投公司借債。具體操作是將土地、國有公司股權、國債收

入等資產劃撥注入城投公司，繼而從銀行取得貸款或發行城市投資債。這些貸款和債務用作公共工

程、基礎建設和開發工業區，藉「工業化」和「城市化」（城鎮化）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不單是國有大型銀行購買城投債和借貸，地方政府控制的地方銀行亦是主要買家。

在中國，總部在北京的四大國有銀行在全國具壟斷性地位，但各地亦有大量的地方城市商業銀行、

農業商業銀行和村鎮銀行等中小型銀行，他們是地方經濟調控的重要金融資源。

https://theinitium.com/opinion/20220522-opinion-book-review-china-economy-practical-understanding


2012年10月1日，中國廣東省，廣州農村商業銀行的一家分行。攝：Stringer/Reuters/達志影像

跟城投平台平台一樣，地方銀行的誕生同樣與分稅制有關。分稅制的央地談判觸目驚心，當朱鎔基

在1993年要說服省級政府把財稅上收中央時，他實質上動了地方政府的蛋糕，削弱了地方的財力。

作為補償，朱鎔基允許地方開銀行，成立農村合作銀行和城市合作銀行。此後，中國各地在1990年

代中開始發展城市商業銀行，而農村商業銀行和村鎮銀行則在2000年代開始遍地開花。

這些城商行和農商行的股東主要是地方財政部門，而城商行和農商行也可作村鎮銀行的股東。因

此，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中小型銀行也容易成為地方政府的「錢袋子」。

與城投平台和地方銀行相比，地方政府的另一種金融工具——政府產業投資基金歷史較短，主要是

在近十年才廣泛興起。在習近平年代，北京提出創新驅動、產業升級的戰略目標，國家層面成立產

業投資基金（如2014年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資金），地方政府亦紛紛仿效，出資發起設立產業投

資基金。

傳統而言，地方政府支持產業發展是通過撥地建產業園，提供稅務優惠、補貼和銀行融資渠道，但

近十年地方政府開始通過成立產業投資基金作資本招商和發展產業，變身「機構投資者」。這些產

業投資基金類似美式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專注於未上市企業的股權投資，並參與到被投資企業的運

行管理。據清科研究中心統計，截至2023年，我國累計設立政府投資基金2086只，目標規模約

12.19萬億元人民幣，已認繳規模約7.13萬億元人民幣。

以名聲在外的「合肥模式」為例，合肥政府首先選取符合其發展目標的企業和項目，再由政府的產

業創投基金投資企業股權，從而引入項目落地，促進經濟增長、就業和產業升級。在資產增值後，

國資股權可以有序退出，獲取回報，繼續投入下一個項目。據此模式，合肥政府不但引入了新型顯

示器件、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集群，還以股權投資收入充實地方財政，被稱為「股權財

政」。

綜上所述，可見地方政府在一地的經濟發展中置身事內，不單是「出政策」，還「出金融」，因此

安排專業對口的金融副省長管理地方金融事務尤為重要。

https://www.thechinastory.org/making-markets-the-untold-story-of-chinese-banking-and-why-it-matters/


2023年9月12日，中國陜西省銅川省高鐵健康城，樓房買家正在一棟未完工的住宅內。攝：Tingshu Wang/Reuters/達志影像

慢動作的地方金融危機

當然，金融工具雖可撬動資源，但也可以是風險的來源，金融爆雷更會危及社會穩定。隨著中國經

濟成長下行、房地產市場連年不景，中國多個地方的金融風險上升，有論者稱為慢動作的金融危

機。因此，北京加緊配置金融副省長，更有加強地方金融風險管控的意味。

佔GDP比例四分之一的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命脈，亦與金融體系緊密結合。當2021年中央推出三條

紅線後，房地產泡沫戳爆，衝擊地方金融穩定，具體表現為房企債務違約，工程停工，居民斷供，

銀行體系的資產負債表惡化。據統計，2019至2024年破產的房企超1660家。

至今，中國房地產低迷來到第四年，火燒連船影響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收入。2024年，全國土地出

讓收入為4.87萬億元，同比下降16%，連續三年累計下降超44%，沖擊地方可用財力，繼而增加地

方債務的償還壓力。

地方債務分為顯性債務和隱形債務，在2015年預算法修訂後，中國的地方政府始允許發債（顯性債

務），但長期以來，由於中國財稅制度存在結構性問題，加上地方官員有GDP考核壓力，促使地方

政府使用不透明的預算外融資方式，尤其是城投平台，導致政府的隱形債務居高不下。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報告，許多城投平台正面臨負債高企、流動性匱乏及經營存續風險三重困境，

約39%至46%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需進行重組，方能恢復其償債能力。

而據民生證券的報告，2022年中國地方政府寬口徑的負債率（總債務規模/GDP）達74.4%，當中

三分之二的省份超過60%的警戒線，而天津、貴州、青海、雲南、甘肅負債率更超過100%。在債

務率（債務規模/地方綜合財力）方面，國際警戒線為120%，但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率（寬口徑）達

到332%，當中債務率最高地區是重慶、天津、貴州、黑龍江、湖北、新疆，均在600%以上。

在2023年，貴州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便稱，在貴陽貴安、遵義、畢節、六盤水等地調研之後發現，

受制於財力水準有限，化債工作推進異常艱難，僅依靠自身能力已無法有效解決，喊話中央出手救

助，可見貧困地區地方債的問題嚴重。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s-slow-motion-financial-crisis-unfolding-expected
http://m.fangchan.com/data/143/2024-11-04/7259095366543676115.html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CR/Issues/2025/04/30/Peoples-Republic-of-China-Financial-Sector-Assessment-Program-Financial-System-Stability-566570
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307041592023502_1.pdf


2022年7月10日，中國河南省鄭州的中國人民銀行分行，示威者舉起橫幅抗議農村地區銀行凍結存款。攝：Reuters/達志影像

與房地產和地方債風險交織的，還有中小型地方銀行的風險問題。地方銀行不但與當地房地產和支

柱行業關係緊密，亦是城投債的主要承接商。相較於大型銀行，中小型銀行「量多質弱」，抗風險

能力較低——主因是資本緩衝較薄弱、融資成本較高、淨利息收入下滑以及借貸集中度較高，而且

公司治理能力薄弱。

根據中國央行的發布報告，當前高風險銀行數量達357家，且均為中小銀行，當中11%的城市商業

銀行屬於風險較高的紅區銀行，另外農合機構（包括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社）

和村鎮銀行「紅區」銀行數量佔「紅區」銀行比重較高。

在結構上，由於地方銀行和地方政府常常「不分你我」，難有金融獨立性，地方政府容易干預借

貸，進一步提升金融風險。常見的例子是地方官在考核和晉升壓力下，一邊快速上馬缺乏論證的面

子工程、政績項目，一邊要求銀行借貸，其後工程爛尾，形成壞帳。在極端的情況下，若銀行不給

當地政府貸款，政府甚至可以威脅把存在此行的財政存款轉走。

由於中小型銀行治理相對不完善，高管的權力非常大，也容易出現內部人控制、外部人操縱、違規

關聯交易等問題。例如包商銀行（由「明天系」控股）等城商行就被民營資本「掏空」，侵害儲戶

和其他股東權益。「明天系」在2005年～2019年的15年間，通過註冊209家空殼公司，以347筆借

款的方式套取信貸資金，形成的佔款高達1560億元，最終全部成為不良貸款。

更底層的村鎮銀行同樣如此。村鎮銀行的初衷是填補村鎮地區的金融空白，以改善縣域民生、促進

就業、支持地方「三農」為目的，但實質運作上這些村鎮銀行藉著互聯網金融平台，能吸取全國存

款，使村鎮銀行的風險更加複雜。

在2022年4月，河南就爆出村鎮銀行取款難的事件，可見村鎮銀行的亂象。當時，河南省境內4家村

鎮銀行毫無預警地關閉線上取款和轉帳渠道，事件涉及約四十一萬名儲戶，高達人民幣近四百億元

被非法轉移，引來儲戶發起數次維權和抗議活動。當年7月10日的行動最為激烈，有數千名河南村

鎮銀行儲戶至鄭州維權現場爆發警民衝突。事件過後，公安部介入才牽扯出高管腐敗與內外勾結內

幕，暴露村鎮銀行的監管問題。

在過去幾年，地方屢屢爆出金融風險和爆雷事件，以上所述僅僅是冰山一角。地方金融穩定的最後

防線是公安部門，而配置金融副省長則能更專業對口處理相關的技術問題。但無論如何，雖然近年

地方政府歷經P2P平台爆雷、房地產滑坡、地方債以及村鎮銀行等一連串事件，但在官方極力介入

和維穩下，目前尚未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706-mainland-zhengzhou-village-bank-depositor-protest


在線修復

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曾表示，中國金融改革需「在線修復」，即是經濟運行無法中斷，機器要繼

續運轉，既要帶病幹活，同時更換問題部件。在這個意義上，北京安排金融副省長赴任地方，就是

希望他們在線修復地方金融問題，加強央地協調和監管。

這些地方金融副省長都會做些什麼？在黨政崗位來看，2023年中共推出機構改革，中央層面建立中

央金融委員會、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各省亦陸續成立相對應的省級金融委和金融工委，加強黨對

金融事務的控制。據統計，至少有10名現職金融副省長擔任省級金融委主任、金融辦主任或金融工

委書記，負責協調和統籌地方金融事務。

金融資源天然嫌貧愛富，因此貧窮地區的金融資源較少。但憑藉金融機構的經驗，這些金融副省長

某程度上從甲方變成乙方，相信能加強政府和金融機構的關係，促進地方的經濟發展。舉例而言，

有些金融副省長赴任地方後，便代表地方與前任銀行簽訂戰略協議。在2023年，遼寧的金融副省長

張立林，便與建設銀行等17家金融機構簽署全面戰略合作協議，此前張曾在2017至2019年任建行

的副行長。

https://www.cebnet.com.cn/20230830/102904753.html


2013年7月18日，中國北京的一場針對中小企業的投資與金融博覽會上，包商銀行的展位工作人員正在現場服務。攝：Stringer/Reuters/達志影像

除了拉攏金融資源促發展，金融副省長在地方債的化解上亦擔任重要角色。北京的整體化債思路是

壓實地方責任，中央不出血兜底，但開政策綠燈，推動地方政府以置換債務的方式延期減息，以時

間換空間。在2024年11月，中央就推出化債新政，合計增加十萬億顯性債務資源予地方政府，用作

化解隱性債務，整個過程需金融機構的支持和配合。考慮到不少金融副省長都有國有銀行的經驗，

他們的金融專業能力能促進中央化債政策的落地。

更有甚者，金融副省長在化債問題上亦需走到台前，出席債務懇談會直面投資者，打消投資人的疑

慮。在2019年10月，時任貴州譚炯副省長上任不到一個月，就帶隊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舉行了貴州

省債券市場投資者懇談會，會見曾經的同行。隨後，貴州推動茅台化債，包括劃轉貴州茅台股權、

茅台控股子公司投資債券、茅台集團發債等。

在2021年6月，天津也召開債券市場投資人懇談會，時任金融副市長康義宣講天津經濟發展、公開

市場債券風險防範情況，承諾對公開市場債券違約風險防範化解不力的人員「一追到底、終生問

責」。

在地方銀行方面，2020年包商銀行爆雷事件，揭開各地中小型銀行的解散、合併和重組潮，金融副

省長亦可以從中推動執行。按權責來看，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風險處置由地方政府牽頭組織實施，

但中央亦會監督管控，這個過程需要央地協調。

抱團取暖、「救助+改革」是常見的路徑，即是有問題的村鎮銀行被較大的村鎮銀行、農商行和城

商行等銀行合併承接。在2024年6月，成立不久的遼寧農商行就吸收合並遼寧新民農商行等36家農

村中小銀行機構。此前，2023年遼寧農商行成立時，金融副省長張立林就主持成立大會。

在今年前5個月，已有184家小銀行獲批復合並或解散，數量是去年同期的7倍之多，且已接近去年

全年的總量。當中，內蒙古農村商業銀行在5月16日獲批開業，吸收合並了包括內蒙古自治區農村

信用社聯合社在內的120家機構。這120家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同日宣布解散，相關債權債務由內

蒙古農村商業銀行承繼。

對中央來說，中小型銀行野蠻生長的年代已經過去，現在是出清和強監管的年代——金融機構越

少，就容易監管。當然，即使銀行整合，壞帳也不會消失，只是被稀釋拖延，長遠之計是地方銀行

找到營運和控制風險之道。

https://theinitium.com/opinion/20241114-mainland-local-governments-debts-sturcture-origins


2022年1月4日，中國上海陸家嘴金融區的建築群下，海關官員在進行升旗儀式的彩排。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平步青雲？

總括而言，配置金融副省長是應對地方金融風險的一個舉措，但他們不可能是「機械降神」，更多

是政策落地的促進者，由此亦可反映黨國幹部體制的靈活調動和韌性。

然而，央地交流的金融副省長固然有軟實力（專業能力、知識權威、金融人脈），但他們並不手持

尚方寶劍，省級政府還是由「一把手」統領全局、協調各方，因此金融副省長也有很大的限制。況

且，地方金融問題涉及多方利益，推動難度很大，不但需拿出真金白銀，而且要說服國有金融機構

支持。事實上，很多城投平台、房企、地方銀行的解決之道是「該清盤要清盤，該破產要破產」，

這個過程非常痛苦且震動大，並不是那麼容易推進。

而央地之間也必然存有張力，最直接的分歧是「中央重監管，地方重發展」，過份「強監管」也可

能重複「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地方經濟老悖論。

就中國官場而言，這些金融副省長之後的仕途走向亦引人注目。翻看歷史，最著名的金融副省長是

王岐山，原是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的王岐山在97金融風暴後，奉命赴廣東任副省長，收拾廣東國際信

託和粵海信託的爛攤子。這段經歷為他贏得「救火隊長」的政治資本，有助他在仕途一路向上，最

後官至政治局常委。

近十年，郭樹清也是為人熟知的金融副省長案例。他原本執掌中證監，其後空降山東，歷任任金融

副省長和黨委書記，推行山東金改。在地方任職後，郭樹清在2018-2023年執掌中國人民銀行，直

到潘冬勝接任。

現年55歲的北京市長殷勇是金融副省長履歷最有前景的官員。他曾前後任職中投公司和國家外匯管

理局，成為全球最大資產管理機構的管理者。其後他出任央行副行長，再於2018年空降北京任副市

長。在2022年，他當選為二十中央委員；在2023年，他出任北京市長。

當然，並不是所有金融副省長都平步青雲。金融行業容易滋生腐敗，近年金融反腐也是中共高層的

重點領域。當中，至少有三位金融副省長履歷背景的官員落馬，包括今年2月落馬的蔣超良，他官

至湖北省委書記，曾在銀行系統工作超30年；2024年11月判囚終身的朱從玖，他官至浙江省副省

長，曾任上交所總經理，人稱「朱十億」「十億（副）省長」；2022年6月判處死緩的童道馳，他

官至湖北省副省長、海南三亞市委書記，曾任職中證監14年。

儘管如此，在地方經濟「金融化」和地方金融風險突出的當下，金融系統幹部相信仍將繼續獲重

用。


